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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美国率领的国际联军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
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由此伊拉克被迫开启了新一轮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
２００３ 年后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的背景包括美国的主导作用、 什叶派和库尔德

人的优势地位、 暴力冲突持续不断的国内环境， 以及周边国家和国际局势的

影响。 后萨达姆时代， 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在政治领域，
首先是政治体制的 “去中央集权化”， 包括改行联邦制、 库尔德地区实行自

治、 军事力量的薄弱与分化； 其次是确立以族群分权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体制。
在经济领域， 表现为恢复石油生产、 抑制统一市场的分裂、 推进经济的市场

化、 推动货币制度的变革和改善遭受严重破坏的基础设施。 在社会与文化领

域， 表现为部落的社会影响部分恢复、 宗教社会影响力的起伏、 中央政府和

库区政府教育改革趋势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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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年是美国率领的国际联军入侵并占领伊拉克 ２０ 周年。 伊拉克战争意

味着以复兴社会主义为特征的伊拉克国家的解构和美国主导下的新一轮伊拉

克民族国家建构的开始。 一般来说， 民族国家构建包括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

两个历史进程， 二者相互交叉、 彼此渗透， 其中前者是 “民族作为文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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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新编中东国家通史 （多卷本）” （ＬＳＹＤ２１０２１） 的中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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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和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①， 而国家构建指 “国家政治结

构、 制度、 法律的建设， 包括行政资源的整合和集中， 使国家能够对其主权

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② 从实际的操作角度出发。 有关民族国

家构建的主要研究领域可以列出以下三方面： 第一是政治领域， 包括领土的

形成、 政体的形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建立与完善、 国家暴力机器的建

立、 政教分离、 政治符号体系 （国旗、 国歌、 国徽， 领袖、 政治家画像， 国

家地图） 的建立， 以及政党的建立等。 第二是经济领域， 包括统一市场的形

成、 中央银行的建立、 本国货币的发行、 国家财政能力的加强、 水陆空交通

体系和通讯体系的建立、 经济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制订， 以及国家干

预经济的体制与市场经济等。 第三是社会与文化领域， 包括国家认同与非国

家认同的发展变化 （宗教、 教派、 族群、 部落认同）、 国民教育的发展、 官方

语言政策、 媒体的发展和官方的媒体政策， 历史、 考古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体育的发展， 节日庆典、 纪念烈士的仪式和设施等。 必须指出的是， 民族国

家构建从 “构建”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一词的内涵看具有主观性， 即殖民时期的举措

（殖民地）、 民族主义力量的推动 （独立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和政府的政

策 （独立后的民族国家） 是其发展演变的动力。 但它同时具有客观性， 这表

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存在影响构建进程的客观因素， 如一国的经济条件、
政治状况、 社会状况、 语言状况等； 另一方面， 客观的发展进程是不同力量

共同作用的结果。 民族国家构建研究的早期学者查尔斯·蒂利因此主张使用

另一个概念即国家形成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指出欧洲经验表明在历史关头有可

能出现多种明显不同的发展方向。③

国内外学界对于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的相关问题已经有了

一定程度的研究， 其中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一是对其政治分

权与族群分治的研究， 迈希亚尔·卡西姆从文化连续性的视角探讨了后萨达

姆时代伊拉克以政治配额制为基础的国家解构和权力弱化进程；④ 托比·道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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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族群分治制度、 “去复兴党化” 和选举立法等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反思了战后伊拉克政治认同与和平建设失败的教训；① 安德鲁·阿拉托则从新

宪法着手， 剖析了重建时期伊拉克政治的合法性缺失问题；② 马里诺斯·迪亚

曼蒂迪斯等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研究。③ 二是对其社会整合与安全治理的研究，
不仅涉及族群、 宗派主义的乘势发展④、 部落与国家的聚散离合⑤、 世俗与宗

教力量的此消彼长⑥、 民兵组织与国家安全部门的相互损益⑦， 也包括构建安

全国家的和平建设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问题。 其中， 沙米兰·马科的研究较为深

入， 他将植入美国式民主的外源性国家构建作为伊拉克和平建设失败的主要

症结，⑧ 并将 “去复兴党化” 视作破坏和平的罪魁祸首；⑨ 扎赫拉·阿里则从

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的视角探讨了伊拉克的抗议运动， 并深刻剖析了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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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的内在机理。① 三是对其教育政策与文化认同的研究， 包括针对库尔德人

和阿拉伯人的教育政策、 公民教育与伊拉克民主政治的发展等。② 此外， 还有

一些总体性研究， 如安德鲁·弗利伯特探讨了伊拉克国家治理失败的内外根

源及其后果，③ 沙赫拉·阿尔克里总结了伊拉克国家构建的周期性和复杂性特

点。④ 国内学者的研究既涉及伊拉克战后重建， 也涉及伊拉克的民族主义与民

族国家构建等一般性问题。 在战后重建方面， 汪波从美国中东战略的视角，

对伊拉克重建的政治环境、 核心议题、 理论缺陷、 实践挫折与政治影响等进

行了全面研究⑤； 王丽影系统阐述了伊拉克政治重建的基础与领域、 进程与特

征、 问题与困境、 评价与路径；⑥ 余泳和朱泉钢则分别探讨了重建中的认同问

题和军队问题。⑦ 黄民兴基于伊拉克的历史进程和政治特征， 划分了 ２０ 世纪

上半叶该国民族主义发展的 ３ 个阶段，⑧ 剖析了伊拉克民族构建的社会政治基

础、 问题及其影响；⑨ 韩志斌研究了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建构

进程与特点等；�I0 而冯燚对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研究， 直接涉及后萨达

姆时代伊拉克的国家重建与治理、 民主改造及失败、 国家认同构建和族际政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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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整合的局限等问题。① 基于此， 本文试图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从分

析伊拉克国内和地区背景开始， 对 ２００３ 年后伊拉克新一轮民族国家构建的特

点进行全面总结， 从而探讨伊拉克当代国家最新发展演变的规律和特征。

一　 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战后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 既囿于自身历史发展因素， 也受到内外现实

环境的影响。
（一） １９２１ ～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的领域和特点

现代伊拉克历史始于 １９１７ 年英国占领和 １９２１ 年伊拉克王国建立， 从

１９２１ 年到 ２００３ 年， 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围绕以下三大领域和相关问题展开：
在政治领域聚焦的问题： 一是领土变迁。 １９２１ 年成立的伊拉克王国不包

括摩苏尔地区， 之后英国决定将其控制下的摩苏尔纳入伊拉克版图， 并与当

地的库尔德人达成协议。 １９５８ 年后出现的科威特归属问题， 成为后来发生海

湾危机的原因之一。 二是国家机器的建立， 包括军队、 警察、 法院、 监狱、
工商、 税务等执法机关。 三是国家属性。 即维持伊拉克作为独立的多族群国

家 （伊拉克主义） 还是实现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统一 （泛阿拉伯主义）， 复

兴党上台后的解决办法是把意识形态上的泛阿拉伯主义与实际政策上的伊拉

克民族主义结合起来。 四是政治体制。 伊拉克王国在英国主导下建立了以君

主立宪为形式的 “民主” 议会体制； 共和国时期改行总统制； 复兴党执政后

建立了一党独大的威权体制， 通过进步阵线控制伊拉克共产党、 库尔德党派

和无党派人士， 在该体制内， 不但库尔德人和什叶派， 连普通的逊尼派民众也

不可能获得政治上的表达权。 五是政治符号 （国旗、 国歌、 国徽） 的确定。
在经济领域涵盖的问题： 一是统一的国内市场逐步形成。 奥斯曼时期的

伊拉克包括巴格达、 巴士拉和摩苏尔 ３ 个省份， 它们以巴格达为中心逐步形

成一定的经济纽带， 而伊拉克王国的建立实现了国内市场的统一。 二是经济

体制的变革。 伊拉克王国时代属于市场经济体制， 财富主要掌握在大地主、
外资和买办手中， １９５８ 年后推行了大工商业国有化和土地改革、 合作化， 确

定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 三是经济管理机构。 伊拉克王国建立后， 成

·８７·

① 冯燚： 《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研究》， 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７ 年， 第 １ ～ ２０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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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财政部、 中央银行等经济管理部门， 财政预算划分为开发预算和经常预

算， 发行了本国货币第纳尔。 四是经济发展模式。 初期的伊拉克王国属于财

政积累有限的非产油国模式， １９２７ 年后开始石油开发， 到 １９７３ 年后形成富裕

的产油国发展模式。
在社会与文化领域涉及的问题： 一是宗族问题， 包括库尔德问题和什叶

派问题。 从奥斯曼帝国到复兴党执政时期， 伊拉克的政治精英主要为阿拉伯

逊尼派。 １９５８ 年以后颁布的新宪法宣布伊拉克包括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两大

民族， 但政府与谋求自治的库尔德人始终无法达成妥协， 双方断断续续展开

了几十年的武装冲突。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在库尔德地区 （以下简称 “库
区”） 形成了库尔德民主党 （以下简称 “库民党”） 和库尔德爱国联盟 （以下

简称 “库爱盟”） 两大反政府组织。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争结束后， 库尔德人在北

方的埃尔比勒、 苏莱曼尼亚和达胡克三省建立了事实上的自治， 并得到西方

国家的保护和萨达姆政权的认可。 什叶派在伊拉克经济地位重要， 但到共和

国时期， 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打击了什叶派上层的经济地位， 进而致使其政治

地位也有所下降。 １９６８ 年后， 复兴党激进的世俗化政策加剧了其与什叶派的

矛盾， 后者建立了反政府的 “伊斯兰号召党” （以下简称 “号召党”）。 在两

伊战争中， 什叶派展开反政府的武装斗争， 流亡伊朗的宗教领袖穆罕默德·
巴基尔·哈基姆成立了伊斯兰革命高级委员会 （以下简称 “伊革委”）。 二是

政教关系。 伊拉克始终执行政教分离的政策。 三是部落家族问题。 近代以来，
部落家族一直在伊拉克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而削弱了政府权威， 但部

落的地位因现代化的推进而有所降低， 在 １９５８ 年后进行的土改中， 部落领袖

的大地产被没收， 部落法被废除。 四是国家认同问题。 历届政府通过发展现

代军队、 教育、 历史研究和考古发掘、 博物馆事业及各自的族群、 教派和部

落政策， 推进国家认同。
因此， １９２１ 年以来的伊拉克从奥斯曼帝国的 ３ 个省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

现代国家， 拥有完整的领土、 国家机器、 政治体制、 经济体制、 统一的国内

市场、 繁荣的经济， 但也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 包括复兴党的高度权力集中、
社会整合努力的失败、 国家认同的薄弱以及石油财富的使用不当 （大量用于

扩军、 地区扩张） 等， 最终导致了复兴党国家的毁灭。
（二） ２００３ 年后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的现实背景

２００３ 年后， 在复兴党政治体制的废墟上， 伊拉克新政权艰难地启动了新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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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民族国家构建进程， 这一进程具有复杂的时代和地区背景。
第一是美国的主导作用。 众所周知，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未能获得联

合国的授权， 属于非法的军事行动。 战后， 其他西方国家在伊拉克重建中均

未发挥重大作用， 美国在伊拉克的新宪法①制定和政权组织方面成为关键的领

导者， 且在政治、 经济、 社会文化等领域全面实施了 “去复兴党化” 政策，
彻底终结了复兴党的一党政治。 美国的主要目的是： 首先， 确保库尔德人和

什叶派的地位， 阻止逊尼派力量的复苏， 使未来的伊拉克再无可能挑战美国

建立的地区秩序； 其次， 把伊拉克作为美式 “民主” 的模板推广到整个中东，
正如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布什总统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 “伊拉克民主将获得成功，
这种成功将向大马士革和德黑兰发出信息， 自由将是每一个国家的未来。”②

此外， 美国领导的联军是 ２０１１ 年撤军之前伊拉克的主要安全保障力量， 并为

重建的伊军提供了武器装备和训练。 前期美国负责伊拉克重建的机构是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成立的联军临时权力机构 （ＣＰＡ）， 后期则是驻伊大使馆， 同时美国也

向伊拉克政府派驻了大批顾问。
美国奉行的新自由主义对伊拉克的民族国家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具体

体现在伊拉克宪法的制订及国家体制、 少数族群、 宗教、 妇女和市场经济等

方面。 ２００５ 年， 布什政府发布的 《确保伊拉克胜利的国家战略》 将伊拉克定

义为一个自由的、 联邦的、 民主的、 多元的、 统一的和代表所有公民的国

家。③ 美国对什叶派总理马利基打压逊尼派的做法不以为然， 并最终促成了他

的下台。 但 ２０１１ 年美国撤军使其对伊拉克的影响下降， ２０１５ 年美军重回伊拉

克才部分恢复了其影响。 从整体上看， 伊拉克这一时期的民族国家构建是美

国的战略利益、 价值观与伊拉克的族群结构、 力量对比相互磨合的产物。
第二是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优势地位。 美国主导重建初期， 在伊拉克扶

持了一批当地组织作为主要的依靠力量。 族群上主要是阿拉伯什叶派和库尔

德人， 来源包括海归和本土组织。 库尔德人的主要组织有库爱盟和库民党，
它们参与了美国对萨达姆政权的军事行动， 其价值观为世俗主义， 主张扩大

·０８·

①

②
③

美国专家起草了临时宪法， 它最初是用英语写成的。 Ｓｅｅ Ａｎｄｒｅｗ Ａｒａｔｏ，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ｑ， ｐ. １４０.

王锁劳： 《伊拉克 〈联邦法〉 的由来及其影响》， 载 《亚非纵横》 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 第 ２２ 页。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ｉｎ Ｉｒａ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３０，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ｓ： ／ ／

ｇｅｏｒｇｅｗｂｕｓｈ －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ｇｏｖ ／ ｉｎｆｏｃｕｓ ／ ｉｒａｑ ／ ｉｒａｑ＿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ｏｖ２００５.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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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范围 （涵盖基尔库克省） 和自治内容， 建立伊拉克联邦， 甚至在未来

独立建国。 阿拉伯什叶派分为三大派系： 一是与联军合作的海归派。 主要是

伊拉克国民大会 （ＩＮＣ）， 其领导人为艾哈迈德·沙拉比， 他是美、 英属意的

领袖， 参与了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策划。 二是温和的本土力量和海归派。 包

括西斯塔尼派、 号召党和伊革委， 其中号召党和伊革委均长期流亡伊朗， 后

者拥有巴德尔旅民兵武装。 三是激进的本土反美力量。 即萨德尔二世运动，
其领袖为穆克塔达·萨德尔， 他对号召党和伊革委持敌视态度。 什叶派主张

保持国家的完整性， 同时加强伊斯兰教的影响， 确保自身在新政府中的主导

作用。 阿拉伯逊尼派因当局的去复兴党化政策彻底被边缘化。 实际上， 除了

复兴党和萨达姆部落的成员外， ２００３ 年前相当多的逊尼派是反复兴党的。 但

２００３ 年后， 许多人改变了态度， 不少前复兴党人与反美的伊斯兰组织成为盟

友。① 作为逊尼派的主要组织， 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拉克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党主

张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认同， 反对联邦制和伊朗影响的扩大， 支持反美抵抗

运动。 此外， 一些世俗党派， 如长期遭受压制的伊拉克共产党被解禁， 再如

什叶派人士伊亚德·阿拉维的支持者。② 但他们是作为三大族群的成员融入体

制的， 如伊共代表哈米德·马吉德·穆萨作为什叶派成员进入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成

立的临时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临管会”）。③

可见， 重建时期伊拉克的主要政治力量是以族群为基础、 相互对立的多

元化政党， 由于美国掌控了实权， 伊拉克各派在国家层面所构建的只是一个

权力有限的政府， 同时尽量保留和扩大自身的利益范围， 并争取在地方和社

区层面建立扎实的权力根基。
第三是暴力冲突持续不断的国内环境。 萨达姆时期伊拉克经历的长期制

裁造成的社会贫困化、 联军军事行动有意无意的忽略、 巴格达新政权治理能

力的低下和周边国家极端组织的渗透等因素， 造成了 ２００３ 年后伊拉克社会的

长期动荡和频繁的暴力活动， 大批刑事犯获释和大量枪支流落民间， 各种抢

劫、 偷盗、 劫持人质、 暗杀、 勒索、 走私文物等刑事犯罪活动猖獗， 许多学

·１８·

①

②

③

Ａｈｍｅｄ Ｋｈａｌｅｅｌ，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ａｑｉ Ｓｕｎｎｉ Ａｒａｂｓ”， ｉｎ Ｊａｃｏｂ Ｅｒｉｋｓｓｏｎ ＆ Ａｈｍｅｄ Ｋｈａｌｅｅｌ ｅｄｓ.，
Ｉｒａｑ Ａｆｔｅｒ 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ｏｓｔ －Ｗａ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９， ｐ. ４０.

［美国］ 塔比特·Ａ. Ｊ. 阿卜杜拉著： 《伊拉克史》， 张旭鹏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１８４ 页。
Ｔｏｂｙ Ｄｏｄｇｅ，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Ｉｒａｑ：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ｐ. ４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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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知识分子、 医生和军官被暗杀。 据美国劳埃德研究所估计， ２００６ 年底有

近 ４００ 名学者和知识分子在伊拉克被杀害。① 同时， 伴随着去复兴党化的推

进， 逊尼派和其他教派的部分成员因失去公职、 收入而愤怒， 企业家遭受当

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打击， 对占领当局充满民族主义情绪。 所有这些推动了

形形色色的反美活动的开展， 包括前复兴党人和什叶派的萨德尔派。 这一时

期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是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初联军向逊尼派抵抗中心费卢杰发动的

大规模军事行动， 同时联军与萨德尔派发生了两轮大规模冲突。 ２００５ 年， 伊

拉克情报部门认为反美武装人数高达 ２０ 万， 其中核心人员至少有 ４ 万人。②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的冲突以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内战为特征。 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萨迈拉的什叶派金顶清真寺被炸后的一个多月里， 两大教派展开了大

规模仇杀， 死亡人数达千人。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一位西方政治学家指出， 伊拉克

教派暴力的 “烈度已超过 １９４５ 年以来的大多数内战”。③ 而且， 无论是美军还

是伊拉克军警对教派屠杀都无能为力， 部分警察甚至直接卷入仇杀， 而逊尼

派对以什叶派为主的警察也全然缺乏信任。 直到布什政府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采取

增兵及严厉打击 “基地” 组织的策略后， 伊拉克的暴力活动才开始缓和。 教

派屠杀对伊拉克的教派关系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部分复兴党军队的军官、
士兵投入 “基地” 组织， 最终导致了 ２０１４ 年 “伊斯兰国” 的建立， 它在事实

上成为一个挑战伊拉克、 叙利亚两国的地方政权， 直到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和西方

国家直接介入伊拉克战事， “伊斯兰国” 的攻势才受到遏制。
第四是周边国家和国际局势的影响。 周边的土耳其、 伊朗和海湾国家对

伊拉克的民族国家构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土耳其高度关注库尔德问题。
１９９９ 年以后， 长期以暴力方式对抗土耳其政府的库尔德工人党 （以下简称

“库工党”） 多数成员逃入伊拉克寻求庇护， 有数千人在伊拉克与土耳其、 伊

朗边境扎营。 ２００５ 年， 库工党宣布终止单边停火， 恢复暴力活动。 感受到威

胁的土耳其于 ２００８ 年后改善了与库区政府的关系， 双方进行了高层访问， 库

区也取道土耳其出口石油。 阿拉伯剧变后， 土耳其于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连续派兵

进入伊拉克， 甚至深入摩苏尔附近建立营地训练库区武装和逊尼派武装， 以

对抗库工党和 “伊斯兰国”。 但 ２０１７ 年库区的独立公投使双方关系恶化， 土

·２８·

①
②
③

Ａｈｍｅｄ Ｋｈａｌｅｅｌ，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ａｑｉ Ｓｕｎｎｉ Ａｒａｂｓ”， ｐ. ４３.
黄民兴著： 《中东历史与现状二十讲》， 中国书籍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２３３ 页。
同上书， 第 ２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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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与伊朗和伊拉克中央政府协调立场， 关闭了边境、 领空以及输油管。 伊

朗对伊拉克的影响远胜于土耳其。① ２００３ 年前， 号召党和伊革委的领袖均长

期流亡于伊朗， 伊革委的巴德尔旅是在伊朗组建并受伊斯兰革命卫队训练的。
因此， 两大政党尤其是伊革委与伊朗保持着密切联系， 而号召党的领袖长期

担任伊拉克总理， 伊革委及由巴德尔旅改组的巴德尔组织的领袖则担任了部

长职务。 此外， 萨德尔运动领袖穆克塔达·萨德尔在 ２００７ 年也曾前往伊朗逗

留， 直到 ２０１１ 年初返回。 ２０１４ 年组建的大众动员力量也与伊朗存在联系。 同

时， 伊朗与伊拉克库区保持着贸易关系， 包括石油和天然气。② 沙特等海湾国

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伊拉克逊尼派组织的影响上。
不仅如此， 伊拉克一些族群的主张也受到了冷战后整个地区和国际形势

的影响， 如伊朗地缘政治的扩张及其与逊尼派国家的对抗和苏联等部分前社

会主义国家的解体。 其中， 库尔德人对北约国家针对科索沃的 “独立” 运动

干涉南斯拉夫一事曾给予密切的关注。 由此可见， 伊拉克重建时期的民族国

家构建进程不仅仅是本国族群结构和政治演变的产物， 而且是 ２０ 世纪末以来

世界形势和地区形势变化的产物， 从而使 ２００３ 年后的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在

政治、 社会和经济领域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二　 政治领域的民族国家构建

２００３ 年后， 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政府通过颁布新宪法， 为在政治领域推

进民族国家构建奠定了法律基础。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伊拉克各派签署了临时宪法

（正式名称为 《过渡行政法》）③。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 日， 伊拉克临时过渡政府宣告

成立。 ２８ 日， 联军当局提前两天移交主权， 从而在形式上结束了占领。 出任

过渡政府总统的是逊尼派穆斯林加齐·亚瓦尔， 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分任副总

·３８·

①
②

③

参见汪波著： 《美国中东战略下的伊拉克战争与重建》， 第 ２７３ ～ ２７７ 页。
Ｍａｒｉｎａ Ｏｔｔａｗａｙ， “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Ｉｒａｑ： Ｉｒａｎ １，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０”，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Ｖｏｌ. １７，

Ｎｏ. ２，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５， ｐ. １８.
《过渡行政法》 的要点如下： 一是政治重建。 在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到最迟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结束的 “过渡期” 内， 由独立的伊拉克过渡政府从美、 英当局接收政权， 举行大选， 再由选举产生

的国民大会起草永久宪法， 成立新政府。 宪法草案应交付全民公决； 如有 ３ 省否决即不能通过 （这意

味着库尔德人可以否决宪法）。 二是政治体制。 实行联邦制； 库尔德族有充分的自治权， 库尔德语与

阿拉伯语同为官方语言； 总统为礼仪性的国家元首， 总理掌握实权。 三四公民权利。 明确规定了公民

各项权利； 国民大会中至少要有 １ ／ ４ 妇女代表。 四是世俗体制。 伊斯兰教为国教， 是立法渊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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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总理由什叶派伊亚德·阿拉维出任， 副总理为库尔德人。 显然， 什叶派

和库尔德人在新政权中占有明显优势， 而伊拉克的教派政治由此固定化了。
至此， １５３４ 年奥斯曼人征服伊拉克以来所确立的、 长达 ４７０ 年的逊尼派的统

治地位宣告结束， 伊拉克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持续了千年之久的教派轮替统

治的新周期。① 总体看， 在政治领域， 这一时期伊拉克的民族国家构建主要体

现在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的重大变化。
（一） 政治体制的 “去中央集权化”
第一， 确立联邦制。 在中东， 没有一个国家实行联邦制， 而伊拉克开风

气之先。 早在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库民党即提出与中央政府建立一个民主的联邦

国家。② 在 ２００２ 年埃尔比勒和伦敦的反对派会议上， 一些库尔德政治家提出

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 并与到会的其他伊拉克同行达成协议， 以便保持库区

的自治。③ 库尔德人的设想得到美国的支持。 同时， 逊尼派强烈反对联邦的概

念， 而什叶派也心存疑虑， 但伊革委表示支持。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通过的临时宪法

规定实行联邦制。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过渡议会批准了最终的宪法草案。 ２００５ 年宪

法除联邦制外， 还规定最大限度地保留各省的地方权力， 由地方议会规划有

关地区的地方事务， 并保留各地的民兵武装。④ １０ 月 １５ 日， 伊拉克就新宪法

草案举行全民公决， 草案以 ７８％ 的支持率勉强通过。 在全民公决中， 草案在

两个逊尼派省份遭到彻底否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组成的马利基政府于同年 ９ 月向议

会提交 《联邦法》， 正式确立了实行联邦制的具体方案， 但立即遭到逊尼派和部

分什叶派的反对， 尽管法案在国会勉强通过。⑤ 由于缺乏解决争端的明确机制

和多元政治文化， 伊拉克的联邦制在平衡离心力和向心力方面收效甚微。⑥

第二， 库尔德地区实行自治。 库区自治始于海湾战争期间， 临管会成立

后确认自治区的边界以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的边界 （ “蓝线”） 为准。 ２００６ 年， 库民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从公元 １０ 世纪中叶开始， 伊拉克经历了一系列的什叶派与逊尼派的轮替统治， 先后上台的主

要王朝有白益王朝 （什叶派） —塞尔柱王朝 （逊尼派） —伊儿汗国 （什叶派） —黑羊王朝 （什叶

派） —白羊王朝 （逊尼派） —萨法维王朝 （什叶派） —奥斯曼帝国 （逊尼派）。
刘月琴编著： 《列国志·伊拉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第 ２２０ 页。
Ａｍｊｅｄ Ｒａｓｈｅｅｄ，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Ｃａｕｓｅ ｉｎ Ｉｒａｑ：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Ｋｉｒｋｕｋ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８）”， ｉｎ Ｊａｃｏｂ Ｅｒｉｋｓｓｏｎ ＆ Ａｈｍｅｄ Ｋｈａｌｅｅｌ ｅｄｓ.， Ｉｒａｑ Ａｆｔｅｒ 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ｏｓｔ － Ｗａ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ｐ. ５８.

汪波著： 《美国中东战略下的伊拉克战争与重建》， 第 ２４７ 页。
王锁劳： 《伊拉克 〈联邦法〉 的由来及其影响》， 第 ２４ 页。
Ｅｌｉｓｈｅｖａ Ｍａｃｈｌｉｓ， “Ｓｈｉｉ － Ｋｕｒ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ｏｓｔ － ２００３ Ｉｒａｑ：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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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库爱盟将库尔德三省整合为统一的库区， 建立了统一的库尔德议会和政

府， 两党确定由巴尔扎尼负责库区政府的管理， 而塔拉巴尼出任联邦总统。
２００５ 年宪法通过后， 库尔德人要求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明确划分联邦政府与

库区政府之间的权力管辖范围， 确保库尔德人未来对基尔库克以及其他有争

议领土的控制。 库区的其他问题包括权力分享、 成立联邦委员会、 库尔德部

队、 预算分配和石油问题等。 不过， 导致库区与中央矛盾最终激化的问题是

公投。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库区举行了独立公投， 有 ９２％ 以上的人支持独立。 公投

导致了土耳其、 伊朗的抵制， 伊拉克政府军于 １０ 月中旬发起军事行动， 从库

尔德军队手中重新夺回了基尔库克市。 １０ 月 ２４ 日， 库区政府发表声明， 表示

愿意 “冻结” 公投结果并与中央政府开启对话。 至此， 库区的公投以失败结

束。 此外， 库区长期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引起了什叶派政党的关注， 伊革

委一度提出了一个包括 ９ 个省的大什叶派自治地区的想法， 甚至逊尼派也对

有关省份的自治有所考虑， 这是对总理马利基加强打压逊尼派的反应。①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伊拉克安全部队与抗议者在哈维贾镇爆发冲突后， 逊尼派要求以类

似于库尔德自治区的形式实现更大程度的独立。② 当然， 上述呼吁最终都没有

结果， 但对伊拉克国家的稳定确实产生了影响。③

第三， 军事力量薄弱与分化。 ２００３ 年联军占领伊拉克后开始推行 “解除武

装、 复员和重返社会计划” （ＤＤＲ）， 联军成为伊拉克主要的军事力量。 同时，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着手组建新的伊拉克军队和安全力量， 包括边防军和警察。
而伊拉克军队也是按族群、 教派分配成员比例的。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临管会确定了

军队人员的构成比例并获得了美国的认可： 什叶派占 ５４％， 逊尼派 １５％， 库尔

德人 １２％， 基督徒和土库曼人 １９％。④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伊军首次单独计划并执行

了 “巴士拉骑士行动”， 被外界普遍认为具备了一定的独立作战能力。⑤ 然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ｒｉｎａ Ｏｔｔａｗａｙ， “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Ｉｒａｑ： Ｉｒａｎ １，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０”， ｐ. １２.
Ｐｈｅｂｅ Ｍａｒｒ ｗｉｔｈ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ｌ － Ｍａｒａｓｈｉ，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ａｑ， ４ ｔｈ ｅｄ.，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２０１７， ｐ. ２８４.
汪波提出， 马利基在这一时期推动萨德尔派和逊尼派进行妥协、 联合的努力说明， 伊拉克的

“种族” 或 “教派” 矛盾已经被 “中央集权势力” 与 “地方自治势力” 两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抗争所取

代。 参见汪波： 《伊拉克 “后重建 “时期的政治转型： 中央集权抑或地方自治？》，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５３ 页。

刘月琴编著： 《列国志·伊拉克》， 第 ３５６ 页。
黄民兴编著： 《 “一带一路” 国别概览·伊拉克》， 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 第 ５３ 页

和第 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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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内部的族群矛盾、 腐败、 低水平的训练、 低劣的装备、 人员流失率高等

原因造成了伊军总体作战能力的低下。 以军队的教派化为例， 号召党控制着

迪瓦尼耶和库特的第八师， 伊革委对迪亚拉省的第五师保持着影响力， 而库

民党则对萨拉丁省的第四师行使着控制权。① 与此同时， 伊拉克各主要政党均

拥有自己的武装， 而联军规模有限导致其无法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 ２００５ 年

宪法规定， 各地区在国家重建初期可以保留其建立在政治势力或种族派别基

础上的民兵武装， 这为地方武装的存在提供了法律基础。 除了前面提及的巴

德尔旅和迈赫迪军外， 库区拥有正规武装 ２. ５ 万、 部落武装 ４. ７ 万。② 许多地

方民兵和部落武装还渗透进新成立的国民防卫团乃至警察部队。③ 马利基政府

还将巴德尔旅等什叶派民兵组织纳入安全部门， 以军事行动消灭激进的迈赫

迪军， 并剥夺了支持联军维持秩序的逊尼派武装 “伊拉克之子” 的资金。
此外， 战后伊拉克的去复兴党化政策使得 ３５ 万军人一夜之间成为失业

者， ４ 万公务员离开了政府部门。④ 大批前政府军逊尼派成员加入 “伊斯兰

国” 的部队， 对伊拉克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伊斯兰国”
军队以有限的兵力夺取了伊拉克北方的大片土地， 包括重兵把守的摩苏尔，
政府军的无能暴露无遗。 最终， 伊拉克不得不依赖临时动员组织的以什叶派

为主的民兵武装大众动员力量与库尔德武装， 以及俄罗斯和美国的援助与

“伊斯兰国” 作战。 大众动员力量在军事行动中对逊尼派平民的骚扰引起了当

地民众的强烈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 伊拉克的教派武装出现了政党化的趋势。 例如， 巴德尔

旅在伊革委衰落的背景下发展为巴德尔组织， 它在 ２０１０ 年的议会选举中提出

了自己的候选人， 并在 ２０１２ 年与伊革委完全决裂。⑤

（二） 确立以族群分权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体制

第一， 建立伊拉克族群分权体制。 早在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一些主要的反对

派组织就在伊拉克北部萨拉赫丁省伊拉克国民大会 （包括各反对派组织的联

盟） 临时总部所在地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与会的有库爱盟、 库民党和什叶派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Ｐｈｅｂｅ Ｍａｒｒ ｗｉｔｈ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ｌ － Ｍａｒａｓｈｉ，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ａｑ， ｐ. ２８０.
刘月琴编著： 《列国志·伊拉克》， 第 ２０７ 页。
汪波著： 《美国中东战略下的伊拉克战争与重建》， 第 ２１４ 页和第 ２１５ 页。
［美国］ 塔比特·Ａ. Ｊ. 阿卜杜拉著： 《伊拉克史》， 第 １７７ 页。
Ｍａｒｉｎａ Ｏｔｔａｗａｙ， “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Ｉｒａｑ： Ｉｒａｎ １，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０”， 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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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号召党、 伊革委及什叶派世俗政治家伊亚德·阿拉维的伊拉克民族协议

（ＩＮＡ）。 与会代表批准了一项联合协议， 即 “萨拉赫丁配额”， 该协议以伊拉

克的 “人口普查” 为基础，① 确定了各族群和教派群体在伊拉克国民大会中

的份额， 其中什叶派占 ５０％ ， 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各占 ２０％ 。 这充分反映出库

尔德和什叶派政党主导伊拉克政治的局面，② 新建立的族群分权制度被称为

“民族精英契约” （Ｍｕｈａｓｓａｓａ Ｔａ’ｉｆｉａ）。
以 “萨拉赫丁配额” 为标志的伊拉克族群分权体制大体包括六方面的内

容： 其一， 按族群人口比例确定内阁成员比例。 例如， 临管会由 ２５ 人组成，
包括 １３ 名什叶派、 ５ 名逊尼派、 ５ 名库尔德人、 １ 名基督徒和 １ 名土库曼人；
临管会还根据族群人口比例实行 “三人轮值主席制”。 其二， 逐步形成了总

统、 议长和总理职务的不成文任命规则， 即库尔德人担任总统， 逊尼派担任

议长， 什叶派担任总理。 其三， 早期的国会按族群人口比例确定议员比例。
例如，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确定的由 １００ 人组成的临时国民议会人员中， 其中什叶派

４０ 人， 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各 ２５ 人， 土库曼人和基督徒分别为 ６ 人和 ２ 人。③

其四， 主要政党瓜分政府高官的职务。 例如， ２０１８ 年大选后， 政党领导人之

间的组阁谈判还涉及向主要政党授予遍布各部约 ８００ 个高级公务员职位，④ 而

且所有部委都有族群配额。 这样的政治分肥制度导致政府机构日益膨胀， 效

率低下。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８ 年大选后， 政府的工资成本从 ３８ 亿美元膨胀到近 ３６０ 亿

美元。⑤ 其五， 主要政党通过政府预算获得大笔资金。 各政党成立有 “经济委

员会”， 其职权是在各自负责的部委中安排国家合同， 将合同交给联合公司，
而 ３８％的注册公司要么依赖国家合同， 要么就是政党开设的。⑥ 托比·道奇

对伊拉克政府高官进行的秘密采访表明， 伊拉克国家预算中多达 ２５％的公共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伊拉克最后一次人口普查是 １９９７ 年。
Ｔｏｂｙ Ｄｏｄｇｅ，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Ｉｒａｑ：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ｐｐ. ４６４ － ４６５.
刘月琴编著： 《列国志·伊拉克》， 第 ２１０ 页。
Ｔｏｂｙ Ｄｏｄｇｅ，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Ｉｒａｑ：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ｐ. ４７０.
Ａｌｉ Ａｌ － Ｍａｗｌａｗｉ，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ｙｒｏｌ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ｑ：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ＬＳ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ｏｂｙ Ｄｏｄｇｅ，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Ｉｒａｑ：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ｐ. ４７０.

Ｈａｒｉｔｈ Ｈａｓａ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Ｉｒａｑ”，
Ｉｓｓｕｅ Ｂｒｉｅｆ，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 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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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因财政腐败而流失。① 其六， 主要政党通过自身掌握的资源和职务介绍所

为本族群成员介绍工作， 从而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战后伊拉克产生了广泛的社

会影响。 在联军占领巴格达 ５ 个月后， 伊拉克的失业率达到了惊人的 ６７％ 。②

同时， 公共部门雇员的平均收入为 ８ ０００ 美元， 比人均收入高出 ３ ０００ 美元。
因此， 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成为联邦政府和库区两大政党获得社区支持的主

要工具， 多数任命均基于裙带关系和客户主义， 从而导致公务员队伍膨胀，
且相关人员缺乏履职所需的专业技能。③

由此观之， 新的族群政治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占领下， 把库尔德

人和什叶派政党主导的新的政治形式强加给伊拉克人民， 而作为前政府主要

力量的逊尼派被彻底妖魔化、 边缘化。 其结果是在伊拉克建立了一个分裂、
不稳定、 充斥着族群歧视和争权夺利、 腐败低效的政治体制。

第二， 伊拉克族群配额制和政党体制均发生变化。 其主要表现在： 其一，
选举制度从伊拉克作为一个单一选区的比例代表制演变为设立多个选区的不

可转移单票制， 参选政党候选人从 “封闭名单” 演变为 “开放名单” 和个人

候选人。 ２００４ 年，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颁布了一部选举法， 把伊拉克全国作为

一个单一选区， 采取 “封闭名单” 的方式 （即政党提交候选人名单， 选民无

权挑选） 开展竞选提名， 即单一选区比例代表制，④ 这是在什叶派领袖西斯塔

尼坚持下得到联合国认可的。 在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举行的战后第一届正式议会选

举中， 新选举法规定 １８ 个省各自设立选区， 各省根据人口分配席位， 每 １０
万选民 １ 个席位， 各省总计拥有 ２３０ 个席位， 另有 ４５ 席分配给在全国范围内

获得较多选票但在任一省份都不足以赢得席位的政党， 并奖励得票率最高的

政党。⑤ 在 ２００９ 年的省级议会选举中， 各政党首次提供开放名单， 允许选民

选择候选人。 同年年底， 议会通过新选举法， 正式实行开放名单， 独立选举

人可以参选， 议员人数增加到 ３２５ 人。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伊拉克通过的 《选举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ｏｂｙ Ｄｏｄｇｅ，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Ｉｒａｑ：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ｐ. ４７０.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Ｉｈｓａ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Ｉｒａｑ Ａｆｔｅｒ ２００３”， ｉｎ Ｊａｃｏｂ Ｅｒｉｋｓｓｏｎ ＆ Ａｈｍｅｄ Ｋｈａｌｅｅｌ
ｅｄｓ.， Ｉｒａｑ Ａｆｔｅｒ 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ｏｓｔ －Ｗａ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ｐ. ３２.

Ｈａｒｉｔｈ Ｈａｓａ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Ｉｒａｑ”， ｐ. ３.
Ｍａｒｉｎｏｓ Ｄｉａｍａｎｔｉｄｉｓ， “Ｔｈｅ ２００５ Ｉｒａｑｉ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ｔ Ｔａｌｅ”， ｐｐ. ３３， ３５.
Ｐｈｅｂｅ Ｍａｒｒ ｗｉｔｈ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ｌ － Ｍａｒａｓｈｉ，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ａｑ， ｐ. ２３４.
马学清： 《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政党政治的重建及发展》， 载 《政党世界》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第

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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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修订案》 把议会席位增加到 ３２８ 个。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议会通过了新的选举法。
该法案把比例代表制改为不可转移单票制 （ＳＮＴＶ）， 其目的是增加地方的代

表性； 候选人不再以政党名义， 而全部以个人名义参选， 首次允许独立候选

人参选； 候选人必须是所在选区的居民或本地人； 伊拉克 １８ 个省被划分为 ８３
个选区。 选区的竞争将迫使许多政党领袖放弃议会选举， 至少它们参选的人

数将下降。 但民众改革选举制的呼吁并没有被吸纳， 从新的选举制中获益的

是部落领袖和在地方上有强大影响的政党， 如 “萨德尔运动”。①

其二， 参加选举的政党从什叶派和库尔德政党独占鳌头演变为包括逊尼

派在内的三大族群政党同台竞争。 而且， 各政党为增加得票率纷纷组建政党

联盟； 主要政党得票率逐年下降， 族群内部的政治力量日趋分散， 各联盟的

组成随大选年到来不断变化， 甚至在竞选结束后建立专门组阁的联盟。 比例

代表制打破了地域界限， 有助于产生小党。 在实际操作中， 为避免小党林立、
分散选票， 主要党派结成了竞选联盟， 而选民的投票高度绑定族群政党， 从

而使选举结果有利于大党， 尤其是什叶派政党。 例如， 伊革委基于在 ２００９ 年

的省级议会选举中得票率大幅下降， 以及政府出台新选举规定的情势， 不得

不与新兴党派组成竞选联盟。 参加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国民议会选举的联盟有阿拉维

领导的 “伊拉克名单”、 马利基领导的 “法制国家联盟”、 什叶派领袖哈基姆

领导的 “伊拉克国家联盟”、 库尔德斯坦联盟。 在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的国民议会选

举中， 什叶派政党组成 ３ 个联盟， 两大库尔德政党第一次各自选举， 逊尼派

也分裂为若干组织。 大选结果表明， 以族群配额为基础的伊拉克政治体制已

总体固化， 同时最初的什叶派和库尔德四大政党逐步被削弱， 被迫与新兴党

派开展竞争。 ２０１８ 年伊拉克议会选举则是在战胜 “伊斯兰国” 的背景下举行

的。 其结果是： 传统政党明显衰落， 萨德尔领导的 “行走者联盟” 排名第一，
新兴党派如 “萨德尔运动”、 法塔赫联盟和库尔德党派 “变革” 运动崛起，
但其议会份额较低， 反映出伊拉克总体的政治碎片化加剧。 而民众对大选态

度冷漠， 参选率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的 ７９. ６％持续下降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４４. ５％ 。② 在

２０１９ 年的抗议运动中， 民众提出废除配额制的要求， 呼吁对武器进行监管，

·９８·

①

②

Ｏｍａｒ ａｌ － Ｊａｆｆａｌ， “Ｉｒａｑ’ｓ Ｎｅｗ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Ｌａｗ： Ｏｌｄ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１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ｒａｂ － ｒｅｆｏｒｍ. ｎｅ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ｉｒａｑ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１５.

Ｔｏｂｙ Ｄｏｄｇｅ，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Ｉｒａｑ：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ｐ. 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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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追究那些依靠非法方式影响选民的人的责任。 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举行的大选

中， “萨德尔运动” 赢得最多议席， 而以巴德尔组织为主组建的法塔赫联盟因

镇压抗议运动其得票率大幅度下降。 尽管选举制度的变动较大， 但现有政党

继续把控着竞选格局， 而且一些党派的得票率还有上升， 不过总体的碎片化

格局依旧。
其三， 在 “去复兴党化” 背景下形成和延续政党的 “国中之国” 地位。

美国依据其在二战后对德、 日进行 “民主改造” 的经历，① 在伊拉克推出去

复兴党化政策。 在政治领域，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年，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发布了 １００
项命令、 １７ 项备忘录、 １２ 项条例和 １２ 项公共命令，② 其中第二号命令解散了

复兴党的所有实体、 政党机构、 金融机构、 领导人和领导职位。③ ２００４ 年，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颁布了 《政党与实体法》， 但正式的 《政党法》 （第 ３６ 号）
直到 ２０１５ 年才颁布实施， 其中规定， “政党或政治组织应以不违反 《宪法》
规定的方式建立在公民身份的基础上， 政党或政治机构不应建立在种族主义、
恐怖主义、 赎罪或教派、 族裔或民族狂热的基础上。” “政党的成立及其工作

不应采取军事或准军事组织的形式， 也不应与任何武装部队有联系”。 此外，
《政党法》 禁止政党为盈利而交易， 但同时承认政党有投资权， 条件是投资行

为透明并接受主管监管机构的检查。④ 如前所述， 伊拉克政党恰好就是建立在

“教派、 族裔” 的基础之上， 同时拥有自己的民兵组织、 投资机构、 媒体、 职

业介绍所甚至地方政府， 几乎成为 “国中之国”。 而且， 封闭的竞选名单使竞

选人与选民脱钩。 在竞选过程中， 几乎没有任何深入、 充分的政策辩论， 各

党派或政党联盟基本上都只有口号而无纲领， 有目标而无落实， 使选民无从

挑选。
综上， 由于伊拉克政治重建的实际大权完全由美国控制， 临时宪法的起

·０９·

①

②

③

④

有关对伊开战前后美国政府和流亡的伊拉克反对派对当年美国在德国推进去纳粹化经验的借

鉴， Ｓｅｅ Ｓｈａｍｉｒａｎ Ｍａｋｏ， “Ｓｕｂｖｅｒｔ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ｄｅ － Ｂａ’ ａｔｈ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ｑ”，
ｐ. ４８１； 有关德、 日与伊拉克重建的区别， Ｓｅｅ Ａｎｄｒｅｗ Ａｒａｔｏ，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ｑ， ｐｐ. ３２ － ３６。

Ｓｈａｍｉｒａｎ Ｍａｋｏ， “Ｓｕｂｖｅｒｔ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ｄｅ － Ｂａ’ ａｔｈ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ｑ”，
ｐ. ４７６.

有关联军临时权力机构颁布的主要法令， Ｓｅｅ “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ｒａｑ， １８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ｓｉ. ｏｒｇ. ｕｋ ／ ｉｎｆｏ ／ ｃｐａ.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０９。

“Ｌａ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ｒａｑ：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ｆｏｒ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Ｒａｗａｂｅ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４，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ｒａｗａｂｅｔｃｅｎｔｅｒ. ｃｏｍ ／ ｅｎ ／ ？ ｐ ＝ ６９５４，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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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班子未经伊拉克立法机构选举而缺乏合法性， 且整个拟议过程受到库尔德、
什叶派政党及美国专家的操控， 由此伊拉克战后的民族国家构建在政治领域

存在先天缺陷。① 伊拉克从一个威权的总统制、 单一制国家演变为议会制、 联

邦制的民主国家， 但它的民主是以族群分权为基础的， 呈现出 “黎巴嫩化”
特征， 具有明显的脆弱性。

三　 经济领域的民族国家构建

伊拉克在经济领域的新一轮民族国家构建同样呈现出中央与地方分裂和

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影响。 作为产油国的伊拉克， 具备开发油气资源、 从而巩

固国家财政地位的先天优势， 但这一优势受到政府管理效率和党派纷争等多

重因素的制约。 不过， 在政府努力下， 近年来伊拉克经济恢复的势头明显，
表现在经济增长、 人均收入、 国际收支等宏观指标的改善等方面。

（一） 恢复石油生产以抑制统一市场的分裂

库区的自治意味着它已成为一个独立运行的经济体， 这在石油开发上表

现得最为突出。 伊拉克拥有世界第五大已探明石油储量， 大部分位于该国南

部， 少量位于库区所在的北部。 复兴党时代的石油资源国有化和油价上涨态

势加强了政府财政能力， 国民经济迅速发展， 而政府也对整个经济体系实行

全面的控制。 丰富的石油资源为政府推动现代化、 供养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

和军队、 以社会福利换取各族民众的支持奠定了坚实基础。 之后， 长期的国

际制裁使伊拉克出现石油工业 （尤其是中部和南部） 技术落后、 设备老化、
外来投资匮乏、 电力短缺及法律缺失等问题。

２００５ 年宪法为重建时期的伊拉克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法律基础。
它规定石油和天然气属于伊拉克各地区和省份的所有人民； 联邦政府与生产

省份和地区政府一道， 负责管理从现有油田开采的石油和天然气， 且按照全

国各地人口分布的比例公平分配收入； 联邦政府与油气产地和有关省份的政

府应共同制定相关战略与政策， 采用先进技术和以鼓励投资的方式开发油气

资源； 迫切需要颁布一项法律来管理油气部门。 但联邦政府与库区政府对宪

·１９·

① Ａｎｄｒｅｗ Ａｒａｔｏ，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ｑ，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４ ａｎ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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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解释不同， 后者辩称有关条款不包括 “新” 油气田， 但联邦政府宣称

“现有” 和 “新” 油田均在其控制下， 涉及合同签订、 收入提取和分配等内

容。 事实上， 库区政府与 ３ 家外国石油公司签订了开发库区新油田的协议。
联邦石油部部长就此指出： 石油部对库区政府签署的石油投资合同 “不承担

义务”， 而 “任何新的能源合同都应该等到伊拉克制定新的碳氢化合物法之后

再签订”。① 此后， 联邦政府与库区政府就起草石油法进行了谈判， 后者坚持

要求保留对石油生产合同的最终批准权， 并且国家的石油收入应当存入一个

账户， 自动分配到专用于各省或地区的子账户中。
在与外国公司签订生产合同的同时， 库区政府利用伊拉克通往土耳其的

输油管道出口石油。 ２００７ 年， 库区政府自行颁布了区域石油法， 同时对联邦

政府拟议的石油法予以质疑， 而联邦政府则宣布禁止任何在北方有合同的国

际公司竞标南方利润更高的油田。② １１ 月， 库区政府开始自行与外国公司签

订 “产品分成协议”。 另则，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伊拉克内阁批准了初步的石油和

天然气法草案， 并于 ４ 月进行了修订。 但由于各方对法律草案条款的分歧，
该草案从未颁布。 ２０１１ 年， 石油和天然气法修订草案再次提交内阁， 但依然

石沉大海。③ 同时， ２００８ 年以后， 政府面向外国公司启动了多轮勘探开发招

标， 通过技术服务合同等方式开展油气合作， 石油生产开始恢复。 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前， 伊拉克原油日产量达 ４６０ 万桶。④

（二） 推进经济的市场化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美国政府一份文件提出在伊拉克实施为期四年的经济私有

化计划， 并制定重建银行和税收部门及发行新货币的具体措施。⑤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法律， 引入跨国公司， 将公司税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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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降至 １５％ ； 允许外国公司拥有 １００％ 的伊拉克资产， 并完全免除与联军

临时权力机构合作的公司的税收。 外国公司特别是石油公司， 有权获得有效

期为 ４０ 年的租约或合同， 而外国银行也享有同样的条件。① 尽管如此， 产油

国的发展模式意味着国家从石油开发和出口中可以获得巨额收入， 从而使政

府 （包括库区政府） 继续在制定经济计划、 金融财政政策、 进出口、 生产资

料和消费品补贴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政府偏向各政党关系企业的政策以及

腐败、 低下的政府效率和与命令经济相结合的传统意识， 使得这一情况更加

突出。 而政府通过各种合法、 非法 （裙带关系） 途径对经济的强大影响导致

伊拉克对私人资本和外资缺乏吸引力。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 ２０１７ 年各国营商

环境指数， 伊拉克在 １９０ 个经济体中排名仅为 １６５ 位。②

（三） 实行货币制度的变革

伊拉克第纳尔是伊拉克法定货币， １９５９ 年开始与英镑脱钩， 与美元挂钩，
但仍维持高币值平价汇率制。③ １９９０ 年海湾战争爆发后， 由于西方的经济封

锁和制裁， 伊拉克失去了德拉鲁 （Ｄｅ Ｌａ Ｒｕｅ） 印钞厂的高质量纸币供应， 开

始自行印制新版第纳尔纸币， 但旧币仍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流通。④ 新旧

币在币值、 稳定性等方面差异巨大， 一般将 １９９０ 年以前的纸币称为 “瑞士第

纳尔”， 此后的则被称为 “萨达姆第纳尔”， 前者是因为德拉鲁印钞厂使用了

瑞士制造的印版， 后者则是由于印制了萨达姆肖像。⑤

２００３ 年后， 为整顿因长期制裁、 通货膨胀和两种货币并行流通造成的货

币市场混乱， 同时消除旧政权的影响， 临管会决定发行新版货币。 它在面值上

沿袭旧的大面额机制， ２００３ 年发行了 ５０、 ２５０、 １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和 ２５ ０００
六种面额的第纳尔，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又先后新增了 ５００ 第纳尔和 ５０ ０００ 第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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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两种面额， 而 ５０ 第纳尔面额于 ２０１５ 年停止流通； 在设计上则仿照瑞士第

纳尔， 抹去了萨达姆的肖像。 伊拉克相关部门后来也对部分不同面额的第纳

尔进行了改版， 即 ２０１３ 年版。① 在汇率上， 伊拉克采取介于市场汇率和购买

力平价汇率之间的官方汇率， 首先是按票面价值和 １∶ ０. ００６７ 的比率分别兑换

和取代了市场上流通的萨达姆第纳尔和瑞士第纳尔现钞。 货币改革提振了新

版第纳尔的国际汇率， 且总体趋于稳定， 从而改善了伊拉克的金融环境， 为

其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改革并未消除通胀和贬值的趋势， 而

且第纳尔还卷入了资本投机和外汇欺诈的风波。② 总的来看， 货币改革深受美

国新自由主义支配下市场经济原则的影响。
（四） 改善遭受严重破坏的基础设施

多年的国际制裁和战乱对伊拉克的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 根据 《纽
约时报》 的数据， ２００３ 年后大部分伊拉克城市日均供电时长只有约 ５ 小时。
到 ２０１０ 年， 该国国内的发电能力已经比伊战前增长了 ５０％ ， 但即使加上进口

的电能， 也只能满足全国约 ６２％ 人口的用电需求。③ 此外， 伊拉克清洁水和

卫生设施的供应情况十分糟糕， 火车线路大部分遭损毁， 公路路况较差。 为

了解决电力短缺问题， 伊拉克政府采取了从伊朗和土耳其进口电力和增加发

电能力等多种措施。 ２０１９ 年， 伊拉克的发电量达到 １８ 千兆瓦。④

四　 社会与文化领域的民族国家构建

与政治领域类似， 伊拉克在社会与文化领域的新一轮民族国家构建也是

多重力量推动的。 其中既有中央政府， 也有地方政府、 宗教势力， 从而揭示

出一种复杂的博弈格局和发展趋势。
（一） 部落社会影响力的部分恢复

在复兴党时期， 萨达姆在军队、 共和国卫队和安全部门中安插自己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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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即阿尔布·纳西尔部落的成员。 同时， 两伊战争、 海湾战争以及复兴社会

主义的衰落使部落的影响有所恢复， 如南方部落参与了 １９９１ 年的什叶派起

义， 而逊尼派部落则帮助政府维持乡村的社会秩序；① 逊尼派和什叶派部落均

获准用习惯法解决争端。②

随着复兴党政权的终结， 部落的作用进一步扩大。 部落对占领当局和伊

拉克新政权的态度则因其教派属性有所不同。 事实上， 美国的入侵得到了伊

拉克西部一些逊尼派部落的支持， 但双方的关系因为美军战机对部落成员的

误炸而终止。 在反美的发源地安巴尔省， 当地的逊尼派部落成员参与了这一

运动， 它们根据各自的领地设置作战区域和检查站， 类似做法也扩大到其他

逊尼派人员所在省份。 然而， “基地” 组织滥杀无辜、 对穆斯林的生活实施严

酷的规定及对部落走私活动的破坏激起了各地民众和部落的强烈反对。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拉马迪的阿尔布·里沙部族首领开始招募族人打击 “基地” 组织，
并成立了安巴尔 “觉醒” 委员会， 到 ２００７ 年春已有 ４１ 个以上的氏族和部落

加入， 开始努力把 “基地” 组织赶出安巴尔省。③ “觉醒” 委员会成立了 “伊
拉克之子” 民兵组织， 鼓励部落成员加入当地警察， 其活动扩大到巴格达和

其他一些省份， 并与美军合作打击 “基地” 组织。
另有一些部落成为各自教派政党扩大影响的工具， 或试图参与新政权的

建设。 在美军占领伊拉克之后的混乱中， 与号召党有联系的一些什叶派部落

接管了纳西里耶市的部分地区， 而萨德尔派在阿玛拉和纳西里耶较贫穷的部

落中也有强大的影响力。 在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的过渡国民议会选举中， 什叶派和逊

尼派各有一个部落党派参选。 其中的什叶派部落党派要求收回在 １９５８ 年土改

中被没收的部落土地， 并恢复部落法， 结果选举惨败。 不过， 部落及其代表

在省议会里十分活跃。 ２００９ 年， “觉醒” 运动成立了一个政党参与安巴尔省

议会选举， 并获得胜选。④ 同时， 马利基政府为巩固什叶派政府的社会基础，
违背了向 “伊拉克之子” 提供经费及将其成员融入军队的承诺， 同时将巴士

拉地区的一些部落并入国防军， 在南方成立自己的部落委员会， 并在省级选举

·５９·

①

②
③
④

［以色列］ 乌兹·拉比主编： 《变化的中东部落与国家》， 王方、 王铁铮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２２５ ～ ２２８ 页。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ｌｕｅ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Ｔｒｉｂ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ｒａｑ”， ｐ. １８.
Ｐｈｅｂｅ Ｍａｒｒ ｗｉｔｈ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ｌ － Ｍａｒａｓｈｉ，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ａｑ， ｐ. ２４２.
［以色列］ 乌兹·拉比主编： 《变化的中东部落与国家》， 第 ２３０ 页。 该书把 “觉醒” 运动译

为 “复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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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向部落提供福利、 就业机会和地方发展项目。①

部落在打击 “伊斯兰国” 的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初， 伊

拉克 ６ 个逊尼派省份的部落长老出席了在库区首府埃尔比勒召开的会议， 南方

的什叶派部落领袖也收到了邀请。 会议宣布成立 “伊拉克革命部落委员会”， 并

动员其下辖的民兵武装开展军事行动。 “伊拉克安全部队、 什叶派主导的大众动

员力量、 逊尼派部落和库尔德人之间的军事合作在伊拉克是前所未有的。”②

此外， 主张和平解决矛盾的部落文化在伊拉克激烈的教派冲突中也发挥

了有益作用。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 官僚作风和腐败使普通人难以接近法院， 而巴

格达的部落酋长成为逊尼派和什叶派调解冲突的最佳人选， 尽管这些酋长也

是逊尼派。③

（二） 宗教影响力的起伏

早在海湾战争结束后， 受到削弱的萨达姆政权就开始放松对宗教的控制，
如政府于 １９９３ 年发起了一场 “伊斯兰信仰运动”， 鼓励复兴党人学习 《古兰

经》， 以争取萨拉菲主义观念日益浓厚的逊尼派青年。④ 在联军占领后， 官方

的限制不复存在， 但三大族群对宗教的态度各有不同。 同时， 伊拉克国内普

遍存在的社会动荡、 经济凋敝、 政府职能缺失为宗教机构发挥作用创造了有

利条件， 尤其是在什叶派社会中影响巨大的纳杰夫宗教领袖、 大阿亚图拉西

斯塔尼。 他在 ２００３ 年后利用自己相对中立的地位在立场冲突的什叶派各政党

间进行调解， 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多次有分寸地干预政治：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督促美

国尽快移交主权；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呼吁由民众直接投票产生制宪议会、 提交正式

的宪法草案进行全民公决； ２００６ 年呼吁教派和解；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呼吁民众武装

抵抗 “伊斯兰国” 及总理马利基下台， 发布征召打击 “伊斯兰国” 的民兵募

兵令等。⑤ 此外， 西斯塔尼还试图在伊拉克全面推进什叶派的复兴： 一方面，
向政府争取什叶派的自主权。 最终， 宪法和法律肯定了纳杰夫宗教机构的自

我管理权， 包括确立什叶派信仰和 “圣城” 的地位、 赢得财务自主权、 赢得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Ｐｈｅｂｅ Ｍａｒｒ ｗｉｔｈ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ｌ － Ｍａｒａｓｈｉ，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ａｑ， ｐｐ. ２０８， ２５６.
Ｈａｙｄｅｒ ａｌ － Ｋｈｏｅｉ， “Ａｌ － Ｈａｓｈｄ ａｌ － Ｓｈａ ‘ｂｉ： Ｉｒａｑ’ｓ Ｄｏｕｂｌｅ － Ｅｄｇｅｄ Ｓｗｏｒｄ”， ｉｎ Ｊａｃｏｂ Ｅｒｉｋｓｓｏｎ ＆

Ａｈｍｅｄ Ｋｈａｌｅｅｌ ｅｄｓ.， Ｉｒａｑ Ａｆｔｅｒ 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ｏｓｔ －Ｗａ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ｐ. １００.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ｌｕｅ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Ｔｒｉｂ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ｒａｑ”， ｐｐ. ２８ － ２９.
Ａｈｍｅｄ Ｋｈａｌｅｅｌ，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ａｑｉ Ｓｕｎｎｉ Ａｒａｂｓ”， ｐ. ４１.
赵建明： 《西斯塔尼的什叶派构想及其对伊拉克国家构建的影响》， 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

义》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２５ 页和第 １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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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事务自主权等内容。 另一方面， 他着手恢复以纳杰夫为中心的宗教体系，
包括复兴以纳杰夫学院为中心的宗教教育体系、 在有海外伊拉克什叶派分布

的国家设立宗教代表和办公室管理有关事务、 在各地建立清真寺、 基金会及

医院、 学校、 图书馆、 天文台等公益机构、 以朝觐和投资拉动什叶派圣城的

经济、 招募民兵和志愿者保卫圣陵。① 总之， 以西斯塔尼为代表的什叶派宗教

人士体现出某种宗教民族主义的倾向， 试图利用 ２００５ 年宪法中有关伊斯兰教

作为立法基本来源的规定及其他措施重塑战后伊拉克的政治和社会生态。
重建时期影响伊拉克社会、 政治的另一种势力是以 “基地” 组织和 “伊

斯兰国” 为代表的逊尼派宗教极端组织， 它们极力笼络逊尼派民众， 通过各

种暴力手段打击什叶派和基督教徒、 雅兹迪人等少数族群， 对各种文化和考

古遗迹进行疯狂的劫掠和破坏， 以此摧毁伊拉克的国家认同。
２００３ 年后伊拉克社会的宗教复兴不仅仅表现在阿拉伯人分布的中部和南

部， 而且出现在库尔德人聚居的北部。 在库区， 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是多年

执政的两大政党高官和关系户的政治高压、 腐败和奢侈生活， 这些激起了库

尔德青年人的不满。 成立于 １９７８ 年 １１ 月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运动与

新组建的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联合挑战两大政党的权威， 后者在 ２００９ 年大

选中的得票率明显下降。②

必须指出， ２００３ 年以来伊拉克国内频繁发生的暴力活动， 包括教派内战

和 “基地” 组织及 “伊斯兰国” 对非穆斯林的虐待、 迫害， 在伊拉克引发了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从而对原有的族群平衡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伊拉克国内

流亡的难民中， 有 ４６％的人进入了库区， 导致当地人口的数量增加了 ２８％ 。③

显然， 上述情况势必对伊拉克政治产生影响。 不过， 近年来宗教的影响开始

下降， 选民对执政的什叶派政党的无能感到不满， 认为 “是伊斯兰政治精英、
宗派主义和腐败导致了该国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宗教保守主义、 宗教和保

守派民兵手中的暴力、 ‘伊斯兰国’ 的崛起及其对摩苏尔的入侵等经历的融

合， 造成了青年人对宗教及其机构的排斥。”④

·７９·

①
②
③
④

赵建明： 《西斯塔尼的什叶派构想及其对伊拉克国家构建的影响》， 第 １２５ ～ １２６ 页。
Ｐｈｅｂｅ Ｍａｒｒ ｗｉｔｈ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ｌ － Ｍａｒａｓｈｉ，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ａｑ， ｐｐ. ２６４ － ２６５.
Ｉｂｉｄ. ， ｐｐ. ３２４ － ３２５.
Ｚａｈｒａ Ａｌｉ， “Ｆｒｏｍ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ｒａｑ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ｗ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 ５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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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央政府和库区政府教育改革的不同趋势

教育作为为国民经济培养人力资源、 塑造公民价值观的部门， 对民族国

家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 ２００３ 年以后伊拉克国内局势的动荡使海湾危机

以来即遭受打击的该国教育形势更加严峻。 伊拉克 ８０％的教育机构被毁， 文

盲率再次上升至 ６０％ ， 全日制学生入学率下降到 ５５％ ， １５ 岁至 ２４ 岁年龄段

的青年人中只有 ７４％的人具有读写能力。 而且， 政府不再免费发放教材和文

具， 动荡的安全形势也使得学生进出学校和教师的人身安全成为问题。①

教育领域的变化同时表现在教学内容方面。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在文化领

域的去复兴党化包括取缔复兴党时期各级学校所有涉及历史、 政治的教科书，
同时重新起草了教科书， 省略了伊拉克历史的一些时期 （如美国外交政策的

插曲） 和对萨达姆言辞的引用。② 由于 ２００３ 年后伊拉克政府对政治体系进行

了根本变革， 教育体系的变革也随之展开， 在价值观方面为民主政治做铺垫，
致力于在多元化的伊拉克社会中塑造新的、 统一的国家认同。 由此， 政府删

除了与复兴党意识形态及其政权相关的课程。 ２００５ 年， 伊拉克教育部进一步

修订了课程， 将公民教育纳入其中。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政府把公民课程的名

称从 “国民教育” 改为 “国民和社会教育”。③ 教育部要求五至九年级的学生

每周要花费 ４５ 分钟学习该科目， 主要涉及民主概念及其实践； 其中， 七年级

的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教科书有 ３ ／ ４ 的内容涉及民主制度， 九年级的有关课

程包括讨论伊拉克新宪法以及政府行政、 立法和司法部门的职能等内容。 此

外， 该教材还引用了 《古兰经》 的许多经文和圣训以支持其论点。④ 伊拉克

的教科书赞同 《世界人权宣言》， 并对其中一些条款进行了解释， 同时还讨论

了关于妇女和儿童权利的国际条约和公约， 支持信仰自由， 并论及伊斯兰教

的人权。 此外， 美国国务院人权署资助国际人权法研究所 （ＩＨＲＬＩ） 对伊拉克

大学法学教育的重建提供了援助并进行了改革。⑤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ｉｎａｎ Ｈａｔｅｍ Ｉｓｓａ ａｎｄ Ｈａｚｒｉ Ｊａｍｉ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ｒａｑ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 １４， Ｎｏ. ３， ２０１０， ｐ. ３６３.

Ｒｕｂａ Ａｌｉ Ａｌ － Ｈａｓｓａｎｉ，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Ｐｏｓｔ － ２００３ Ｉｒａｑ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Ｖｏｌ. １５， Ｎｏ. ４， ２０２１， ｐ. ５２０.

Ｂｅｓｔｏｎ Ｈｕｓｅｎ Ａｒｉ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Ｉｒａｑ”， ｐ. １５７.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Ｆａｏｕｒ，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ａｂ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 １０.
何勤华总主编： 《法律文明史》 第 １２ 卷； 杨翠柏、 夏秀渊等著： 《近代亚非拉地区法 （上卷，

亚洲法分册）》，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７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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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政府在改革学校的教学内容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但长期战乱导致

大批青少年辍学、 教育基础设施的缺乏、 腐败导致教育投资的低效率、 满堂

灌的教学方法、 与教材提倡的价值观相反的社会现实等问题， 使教育成效大

打折扣。 尽管如此， 民主观念已进入民众意识中。 根据无党派机构 “阿拉伯

晴雨表” （Ａｒａｂ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的舆情调研结果， 大

多数受访者 （７５％ ） 认为现行民主尽管有缺陷， 但优于其他形式， 其中只有

２３％的受访者表示本国存在民主。①

库区教改情况则差别明显。 早在 １９９１ 年， 库区政府就开始了教育改革，
２００３ 年以后进一步加速， 其内容体现了当局巩固自治的意图。 学校以库尔德

语授课， 英语为第二语言， 少数教授阿拉伯语的学校专门为来自中部和南部

的阿拉伯难民子弟开设， 因此库区的青年人不会说阿拉伯语， 也不认为自己

是伊拉克人。②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库区公立学校五至八年级的历史教材指出， 库

尔德斯坦没有定义和明确的边界， 该地区在古代是一个从扎格罗斯山脉延伸

到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部的大国家， 其边界在伊斯兰时代延伸到阿塞拜疆和亚

美尼亚。 另外， 历史教材忽略了非穆斯林群体， 如七年级的教科书没有提到

雅兹迪人。 教育部官员接受采访时回应说， 雅兹迪人未被提及是因为他们被

视作库尔德人。 历史教材还点明， 库尔德人在历史上一直为自决以及文化和

民主权利而战， 并暗示伊拉克、 伊朗、 土耳其和叙利亚四国的政府拒绝和平

应对库尔德人问题， 而是使用暴力来消灭他们。③

五　 结语

综上， ２００３ 年后新一轮的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 从民族国家构建的动力来看， 正如 １００ 多年前现代伊拉克国家的

形成始于英国的占领和委任统治一样， ２００３ 年开始的新一轮民族国家构建始

·９９·

①

②

③

“Ａｒａｂ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Ｖ. Ｉｒａｑ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ｒａｂ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ＢＶ＿ Ｉｒａｑ＿Ｒｅｐｏｒｔ＿ Ｐｕｂｌｉｃ － Ｏｐｉｎｉｏｎ＿２０１９.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６.

Ｍａｒｗａｎ Ｄａｒｗｅｉｓｈ ＆ Ｍａａｍｏｏｎ Ａｂｄｕｌｓａｍａｄ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Ｉｒａｑｉ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ａｎｄｆ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 ／ ｅｐｒｉｎｔ ／ Ｑｂ７Ａ７Ｆｖｇ３ｆ８３ＤｄＢｗＳｋｔＦ ／ ｆｕｌｌ，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６.

Ｍａｒｗａｎ Ｄａｒｗｅｉｓｈ ＆ Ｍａａｍｏｏｎ Ａｂｄｕｌｓａｍａｄ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Ｉｒａｑｉ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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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美国的入侵和占领。① 当然， 伊拉克国内的政治力量 （２０ 世纪初的逊尼派

哈希姆王室、 大地主与 ２１ 世纪初的什叶派、 库尔德政党） 成为民族国家构

建的内源性动力。 在美国、 伊拉克政治力量的双重影响下， ２００３ 年后伊拉

克的国家体制形成了新自由主义和族群分权下的集权主义两大特征。 新自

由主义表现在美国对国家体制、 少数族群、 宗教、 妇女和市场经济等问题

的态度上， 美国经过与什叶派、 库尔德政党的讨价还价， 制定了伊拉克宪

法及有关政策； 集权主义则体现为什叶派政党的强势主导地位及其具体施

政方面。 伊拉克新的国家机器的运作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美国学者沙米兰·马柯和加拿大学者阿利斯泰尔·爱德华指出： “在美国领

导的入侵和随后的占领试图使一个以持久威权著称的国家民主化近 ２０ 年

后， 外国强加的政权更迭迎来了一个国内不稳定的时代， 其特征是种族和

社区高度分化、 治理失败和社会经济发展滞后。 过去十年的定义是冲突、
不安全和重新出现的威权主义的普遍循环”。② 但也要看到， 美国对于库尔

德政党过分追求自治的倾向和什叶派政党打压逊尼派的威权做派确实起到

了一定遏制作用。
第二， ２００３ 年后伊拉克的民族国家构建使 １９２１ 年以来其现代国家加强中

央集权的倾向出现了重大逆转。 １９２１ 年以来伊拉克现代国家发展的一个突出

特点就是从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各个方面不断加强中央集权， 尽管它是

以逊尼派作为权力基础的。 但 ２００３ 年后的民族国家构建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

格局， 因为美国入侵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使得遭受逊尼派长期

压制的其他族群势力、 宗教力量 （什叶派） 和社会组织 （部落） 的能量被彻

底释放，③ 它们一方面共同合作对付失落的复兴党， 另一方面又为争夺伊拉克

的 “权力、 空间、 资源和叙事”④ 展开了激烈的大博弈。 其结果是， 伊拉克

建立了权力分散的 “黎巴嫩式” 的族群分权体系并成为中东第一个联邦制国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阿卜杜拉在他的书中对当年英国和现今美国占领伊拉克的异同进行了比较。 参见 ［美国］ 塔

比特·Ａ. Ｊ. 阿卜杜拉著： 《伊拉克史》， 第 １８２ ～ １８４ 页。
Ｓｈａｍｉｒａｎ Ｍａｋｏ ＆ Ａｌｉｓｔａｉｒ Ｄ. Ｅｄｇａ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ｓｔ － ２００３

Ｉｒａｑ （２００３ － ２０２１）”， ｐ. ４２５.
事实上， 从复兴党的国家模式向伊战后的国家模式的转变早在 ２００３ 年前即已开始， 尤其是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的库区自治、 什叶派武装起义和西方设立的南北两个禁飞区的启动， 到 ２００３
年已有 １２ 年。

Ｈａｒｉｔｈ Ｈａｓａｎ Ａｌ － Ｑａｒａｗｅｅ，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Ｉｒａ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ｏ. ２０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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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什叶派与库尔德人共享权力而排斥、 打压逊尼派， 其后续发展就是持续

多年的教派屠杀和 “伊斯兰国” 的崛起。 事实上， 什叶派、 库尔德人和逊尼

派对伊拉克国家的认识存在区别。 两大库尔德政党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库区的

自治， 为此主张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 而什叶派和逊尼派不同程度地赞成国

家的统一 （伊拉克主义）。 什叶派的政治强人马利基总理强调某种程度的中央

集权， 但为此又竭力打压逊尼派而依赖什叶派政党和民兵， 从而激起了逊尼

派甚至库尔德人的强烈不满。 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过去的复兴党在意识形

态上主张代表阿拉伯人整体利益的泛阿拉伯主义， 而在实际政策上则强调伊

拉克主义并依赖逊尼派， 此种政治运作的矛盾性反映了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构

建中一个普遍性的悖论。 除去上述三大族群之间的矛盾斗争， 伊拉克重建期

间存在的其他政治力量， 如世俗的什叶派、 库尔德伊斯兰党派和土库曼人、
基督教社团也都有各自的政治主张， 其中后三个派别均反对库区自治或将本

族群的聚居区转变为库区。① 非但如此， 来自周边国家， 尤其是伊朗的影响使

２００３ 年后伊拉克的民族国家构建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
第三， 在伊拉克国家的发展呈现出 “去中央集权化” 趋势的同时， 依然

存在着国家认同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意愿及实践， 并且后一种趋势近年来的发

展势头日益强劲。 其具体表现在： 其一， 什叶派和逊尼派支持国家统一。 西

斯塔尼就对外表态说伊拉克不能由什叶派单独统治， 并对 ２００８ 年通过的新国

旗予以认可， 新国旗保留了与泛阿拉伯运动有关的红、 白、 黑三色条纹， 但

去掉了旧国旗上象征着埃及、 叙利亚和伊拉克统一理想的三颗星。② 其二， 库

尔德人内部出现分化和公投的失败。 贾拉勒·塔拉巴尼作为传统大家族出身

的政治家曾担任临管会轮值主席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和两届总统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 而作为国家元首的任职经历使他对伊拉克保持统一有了新的认识。 此

外， 信奉伊斯兰主义的库尔德新兴政党同样对分离主义缺乏兴趣。 从库尔德

政党的实践看， 谋划多年而于 ２０１７ 年付诸实施的独立公投最终却无法兑现结

果。 其三， 国民关注的议题开始从族群发展为国家治理， 不论是什叶派还是

库尔德人都是如此， 而主流政党极力追求自身权力、 在治理国家和地方上的

无能、 腐败日益引发反感，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在全国各地先后爆发的五轮大规模

·１０１·

①

②

有关信仰基督教的亚述社团， 参见黄民兴、 张娟娟： 《试析伊拉克亚述人的族群—国家认同问

题》， 载 《世界民族》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３ ～ ２４ 页。
Ｅｌｉｓｈｅｖａ Ｍａｃｈｌｉｓ， “Ｓｈｉｉ － Ｋｕｒ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ｏｓｔ － ２００３ Ｉｒａｑ：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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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是最典型的例子。① 其四， 近年来伊拉克政府在维护国家统一、 加强中央

集权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成绩。 首先是伊拉克各派武装齐心协力粉碎了 “伊
斯兰国” 妄图分裂伊拉克国土、 建立极端主义政权的野心。 其次是于 ２０１８ 年

出任总统的巴哈姆·萨利赫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族群和解和政治体

制发展， 如与库区政府就财政分成和石油权益达成协议、 全面整顿军备 （包
括切割民兵组织的非军事功能、 推动什叶派的圣陵军整编到国防部）、 立法补

偿受 “伊斯兰国” 严重伤害的雅兹迪人和基督徒妇女等。②

第四， 伊拉克形成了 “黎巴嫩式” 的族群分权体制。 众所周知， 黎巴嫩

是当代中东第一个建立民主制度的阿拉伯国家， 但其 “民主” 系教派分权民

主， 一种带有浓厚的传统中东社会特征、 不成熟的民主制度。 伊拉克新一轮

民族国家构建中形成的国家体制在多个方面与黎巴嫩十分相似： 依据教派、
族群的人口普查比例划分国会议员的选举比例； 规定国家主要领导人总统、
总理和议长的教派、 族群归属； 政党为大家族领导下的全能式党派， 具有明

显的政治、 经济、 社会、 军事功能， 从而剥夺或削弱了国家应当拥有的种种

职能， 形成 “弱国家， 强社会” 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 均经历了激烈的族

群内战； 均受到周边国家和组织的干预， 如叙利亚、 巴解在黎巴嫩部署有军

队。 当然， 两国也存在显著的差别， 即伊拉克是联邦制， 国家体量大大超过

黎巴嫩， 库区已经实现自治， 内战更早爆发等。 而且， 黎巴嫩主要是宗教和

教派问题， 伊拉克还有族群 （库尔德人） 问题， 因此伊拉克以 “族群分权体

制” 命名更为合适。③

总之， 在复杂的国内外因素影响下， ２００３ 年以来伊拉克新一轮的民族国

家构建进行得无比艰难曲折。 幸运的是， 无论是在民族国家构建的政治、 经

济， 还是社会与文化领域， 伊拉克都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从而走向国

家的逐步稳定和发展。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２０１·

①

②
③

史廪霏、 罗林： 《试论伊拉克周期性抗议运动的政治过程》，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６１ ～ ６２ 页。
赵建明： 《伊拉克政治重建评析》， 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第 ４６ ～ ４７ 页。
族群在民族学中的定义可以包括教派， 因此本文根据行文的需要而灵活使用狭义和广义上的

族群。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ｏ. ５，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３

ｃｏｌｏｎｉｚｅｄ， ｎａｍｅｌｙ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ｒｂａｒｉｓｍ”，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ｒｏｋ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ｕｔ ｈｅａｖｙ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ｈａｃｋ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ｄ ｏｆ “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ｇｅｔ ｒ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ｆｒｏｍ ａ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ｌｅｄ ｂｙ Ｆｒ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ｕｔ ｈａｓ ｈｉｎ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ｅ ｓｈａｃｋｌ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ｒｅｂｕｉｌｄ ｉｔｓ ｓｅｌｆ －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 －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ｆ －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Ｉｒａｑ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Ｓａｄｄａｍ Ｅｒａ
Ｈｕａｎｇ Ｍｉｎｘｉｎｇ ＆ Ｓｈｉ 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ｌ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ｒａｑ， ｏｖｅｒｔｈｒｅｗ Ｓａｄｄａｍ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ｓ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Ｉｒａｑ ｂｅｇａｎ ａ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Ｉｒａｑ ａｆｔｅｒ ２００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ｉ’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Ｋｕ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Ｉｒａｑ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Ｓａｄｄａｍ ｅｒａ ｈ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ｓ ｔｈｅ “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ｅｔｈｎｉｃ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ｉｔ ｉ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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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ｓ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ｉｂｅｓ ｉｓ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ａｒｅ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ｒａｑ Ｗａｒ； ｐｏｓｔ － Ｓａｄｄａｍ ｅｒａ；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ｍ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ｕｏ Ｊｉａｎｂｏ ＆ Ｓｕｎ Ｘ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ｓｍ. 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ｒｍａｌｌｙ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Ｕ）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ｌａｓｔ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 ｓ ｏｗ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ｔｓ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ｏ ｐｕｒｓｕ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ｋｅｙ ｉｓ ｔ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ｗａ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ｉｖｅｎ
ｂ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Ｕ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ｐａｙ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ｌｌ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ｅｍｂｏｄｙ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ｅｌｆ －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ｆ －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ｂｉｇ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Ｕ’ 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Ｈｏｗ ｔｏ ｂ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ｄｅ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ｔｈａｔ ＡＵ ｍｕｓｔ ｓｏｌｖｅ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Ｕ； Ａｆｒｉｃａ － ｌｅｄ；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ｓｍ；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９５１·


